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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论·

战后中国的大学校长与大学困境:

吴有训在中央大学之进退( 1945—1948)

蒋宝麟

［摘 要］ 吴有训作为无政治背景的纯学者，于抗战胜利前夕接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在学校复员问题、派系问

题和战后学生运动等多方因素作用下，在此后近三年时间内，吴有训在中央大学数次提出辞职，造成极大的校政危机，

并对校内的政治生态造成影响。吴有训在中央大学的进退经历，折射出战后中国动荡政局中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困境，

并昭示着此时期“学术自由”的艰难。

［关键词］ 战后时期 中央大学

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
吴有训

在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

战后四年 ( 1945—1949 ) 可算得上是政局变动最
为激烈的时间段之一。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抗
战胜利初期在国内奠定统治权威和在国际上确

立“四强大国”地位的国民政府失去了全国政权。

国共两党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攻守易势可谓极为

迅速，这构成了战后中国政局发展演化的主轴。

在此背景下，刚刚从抗战险境挣脱出来的大学，

又迅速陷入另一个困境之中。1946 年初，内迁重
庆八年有余的国立中央大学( 简称“中大”) 谋划
复员; 同年 6 月，完成复员，年底在南京正式开
学。然而，此后三年，中大的命运深受国内政局
演变的影响，学潮起伏，学校经济每况愈下，而期

间校长的进退去留更加剧学校的不稳定性。

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的人选及更替问题，已有

较多的专题研究。① 此外，战后时期国立大学校
长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抉择，亦受关注。② 笔者对
1927 至 1945 年中央大学校长的更替问题已有系
列研究。③ 1945 年 8 月后吴有训出任中大校长，

此后近三年时间内，吴氏在中大进退失据，数次

提出辞职，造成极大的校政危机，并对校内的政

治生态造成影响。本文在档案与报刊资料的基

础上，以吴有训在中央大学校长任内的作为和辞

职为论述中心，试图揭示在乌云密布的国内政局

中，在国家权力与校内派系的夹缝里，无太多政

治背景的纯学者长校的艰辛与无奈。

一、负责学校复员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校长更替频繁。从 1941

年 7 月罗家伦辞去校长之后，顾孟余、蒋介石和
顾毓琇先后长校，任期均不超过一年半。194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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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例如苏云峰:《清华校长人选和继承风波( 一九一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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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大学校长继任危机有细致研究。( 《政局与学府: 从东南大学
到中央大学( 1919—193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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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200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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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4 日，顾毓琇因校内派系矛盾的压力辞职。

从历史上看，中央大学一直存在两个主要的教师

群体:一是由中大的前身南高、东大毕业或长期
在本校执教的教师构成的“南高东大派”，另一个
则是毕业或曾执教于清华、北大的教师形成的
“清华北大派”。1927 年中央大学改组后，特别是
在罗家伦担任校长后，学校引进了一批归国留学

生和学界名宿，其中有一大批即有清华和北大的

背景。这两派的现实存在是时人的共同认知，但
派系的分隔和矛盾在一般情况下也并不是特别

强烈。但在遇到一些特殊的事件时，平日里的宁
静往往会被打破，两派的区隔凸显。顾毓琇出任
校长后，因为某些措置不当，深受“南高派”( “校
友派”) 的诟病和反对，因而黯然辞职。①

中央大学校长，历来是个烫手山芋。关于顾
毓琇的继任人选，教育部长朱家骅想到了吴有

训。吴有训，字正之，江西高安人，1897 年生。吴
有训于 1916 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 年
毕业，1922 年至 1925 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
物理学博士学位，1927 年赴第四中山大学物理系
任教，1928 年赴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此后，吴
氏长期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曾担任物理

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曾任中央研究院评议员，

为国际知名学者。任命吴有训为中大校长，最直
接的原因是政府欲利用知名学者调和校内两派

的矛盾。② 1945 年 8 月 14 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
吴有训为中央大学校长。③

在抗战胜利之际，吴有训顺利接任中大校长

之职。他以“纯学者”的身份执掌“最高学府”，没
有太多的政治资源作为依托，也缺少其前任们的

“中央”背景，在中央大学的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
校长人选的潜规则。但在战后复杂的政局之中，

吴有训遇到了比他的前任们更为复杂胶着的内

部和外部问题。首先，吴有训在上任之初就要担
负起学校的复员工作。

抗战胜利后，原先在战时迁往后方的高等院

校势必迁回原地，是谓“复员”。中央大学自 1937

年底成功内迁重庆沙坪坝，至抗战胜利，已近八

年。1945 年 9 月，中央大学召开第 95 次行政会

议，决议组织“复员计划委员会”，以校长为主任

委员，希望在 1945 学年度第一学期结束后 ( 即
1946 年初) 开始迁回。④ 10 月 17 日，复员计划委

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组织常务委员会，开始调

查学校公物和教职员眷属情况，正式启动复员工

作。⑤ 同年年底，中大正式成立复员委员会，吴有

训任主任委员，江良规和胡家健任副主任委员，

分别主持重庆和南京两地复员事宜。⑥ 江良规时

为学校教授会常务理事，胡家健为总务长，江良

规兼任复员委员会交通组主任。⑦ 简而言之，复

员工作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为接收和重新修葺

南京旧校址;二为教职员工及眷属和学生自渝返

京，学校图书设备运回。此两项工作同时进行，

但进展均有波折。

南京沦陷期间，中央大学原址被日军医院占

据，教室和图书馆都改建为病房，并增建房屋若

干。抗战胜利后，该医院由陆军总部接收。⑧ 之

后，该医院在陆军总部属下仍然运行，同时又在

校址内设防疫部队和疫苗血清制造所。⑨ 1946 年
12 月，教育部在南京成立“临时大学”。南京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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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蒋宝麟:《抗战时期的国家与大学政治文化:中央大
学“易长”研究》，《史林》200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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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训当校长……中大教授出身本校的最多，清华出身者其次，吴
两方面都可以沟通，调他来应该是很合适的”。( 张朋园等访问、
陈三井等记录:《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台湾“中研院”近史所
1987 年版，第 213 页)

《新任中大校长吴有训氏定期接事正在昆明候机来渝》，
《中央日报》( 重庆) ，1945 年 8 月 23 日第 3 版。

《第 95 次行政会议记录( 节录，1945 年 9 月) 》，《南大百
年实录》上卷( 中央大学史料选)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79 页。

《复员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南大百年实录》
上卷( 中央大学史料选) ，第 481 页。

《总务处报告事项 ( 1947 年 5 月 3 日) 》，《南大百年实
录》上卷( 中央大学史料选) ，第 497 页。中大复员委员会具体组
建时间尚不得知，查该会第一次会议为 1946 年 1 月 3 日。( 《复
员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46 年 1 月 3 日，中大档 648—960)
胡家健:《悼亡友良规兄》，《江良规博士纪念集》，( 台

北) 江良规博士纪念集编辑委员会，1968 年，第 91 页。
《吴有训致朱家骅函》( 1945 年 10 月 20 日) ，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5—5288。
《全国复员声中首都教育》，《申报》，1946 年 1 月 14 日

第 1 张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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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设补习班，主要接收原沦陷区大学的在读学

生，待补习功课和进行甄审后分发各大学。同时
设南京临时大学先修班，主要接收原沦陷区高中

毕业生。南京临时大学补习班设在金陵大学旧
址( 1937 年金陵大学内迁成都，1940 年汪伪国民
政府设“中央大学”，1942 年该校迁入金大旧址，

直到抗战胜利) 。因为学生人数众多，教育部计
划将南京临时大学先修班设在中央大学旧址，在

重庆中大接收之前，由陆军总部迁出一部分房屋

供先修班使用。① 1946 年 1 月，南京临时大学先
修班在中大旧址开学。4 月，临大补习班又从金
大迁至中大旧址。② 由于南京临时大学借用房
屋，影响中央大学接收和修葺南京校址的进度。

直到 1946 年 7 月，南京临时大学结束之后，中央
大学才得以基本接收旧址。③

1945 年秋，中央大学在南京专设接收委员会
负责接收校产。1946 年 4 月，在京的复员委员会
委员胡家健等人召集例会，开始进行复员工作。④

在重庆方面，中央大学的复员工作进展也并

不快。这一方面由南京的接收工作迟缓所导致，

另一方面也受制于教育部整体的复员工作进度。
1946 年 2 月，教育部在重庆召开中等以上学校迁
校会议，确定迁校总机构、迁移次序、迁校经费和
运输等问题。⑤ 是次会议议定的第一条原则为
“距渝远者先迁”，中央大学被列为复员序列之第
一位。学校原定本学期于 4 月底结束，后改为 4

月 15 日全部结束。当时估计教育部的复员运量
为每月 1 万名，预计 5 月底成功复员。⑥ 但是，中
大还都的进展却并不顺利。

中央大学复员，约有教职员 1300 人，学生五
千余人，眷属四五千人，总数超过 1 万人，分海陆
空三道返回南京。1946 年 4 月 19 日，小部分师
生开始由陆路返京。⑦ 中大从重庆迁回南京，水
路( 沿长江) 是主要的路线，从 5 月起正式启程。

但与此同时，正逢国内政局由国共和谈、军事调
处逐渐演变为两党剑拔弩张，地区性摩擦不断，

大规模内战迫在眉睫。因而原本的教育复员运
输配额被国民政府运输弹药和粮食挤占。按原
计划，教育复员可于 5 月份占 3 千个长江轮运配

额，但到 5 月 24 日时只得到 1 千个，其中大学部
分全部配给中央大学，只有 800 余名师生成行。

当天国民政府又规定，今后轮运除特准外，一律

装运粮食和弹药，教育复员势必停顿。⑧ 有鉴于
此，教育部在行政院力争，得到 6 月份的教育复
员轮运配额 2900 个，其中大学部分为 1950 个，全
部配给中央大学。但 6 月 8 日，重庆中央党政军
联合办事处召开紧急会议，报告奉蒋介石电令，

川江航运全部运输粮食，所有还都人员暂停两个

月。如此一来，教育复员势必受到严重影响，学
生情绪激愤。据报，中央大学及到重庆候船的浙
江大学学生将联合各院校酝酿反对内战的运动。

经过有关方面的多次协商，最后在 6 月底决定从
重庆到宜昌段，仍根据教育部排定的学校复员顺

序，酌量运送各校师生，到达宜昌之后，人员立即

下船。⑨ 从 6 月底开始，长江航运恢复运送学生。
7 月 26 日，中央大学留渝的最后一批教职员学生
搭乘民权轮东下，完成复员。瑏瑠 国民政府的教育
复员从 1946 年 5 月至 10 月，就轮运方面而言，5、
6、7 三个月基本上为中央大学一个单位所用，8、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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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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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 2 版。

《教育部留渝办事处主任陈景阳请示关于复员办法电及
朱家骅批示( 1946 年 5 月 24 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
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3 编，教育 ( 一) ，江苏古籍出
版社 2000 年版，第 65 页。

《陈景阳致朱家骅急电》( 1946 年 6 月 17 日) ，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5—1589; 《教育部所属学校
机关复员问题第二次谈话会记录( 1946 年 6 月 25 日) 》，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3 编，教
育( 一) ，第 67—71 页。

《教育部留渝办事处第五次处务会议记录》( 1946 年 8
月 8 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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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三个月才为其余 97 个单位所用。① 中央大
学复员运输的进度虽不及事先计划得快，但由于

占据教育复员序列的第一排位，所以在全国范围

内仍属领先，体现出“首都最高学府”的地位。
1946 年 11 月 1 日，中央大学在南京正式开学。

偌大一个学校的复员工作千头万绪，而且重

庆、南京两地要协调进行，这些事务是之前没有
独立负责一校教育行政经验的吴有训从未遇到

过的。从档案资料看，为了南京的校舍、复员交
通以及经费等问题，吴有训与教育部及其他相关

军政机构进行沟通协调，多方奔走，事体繁杂。

或许，吴有训对处理这些事务是力不从心的。早
在 1946 年 1 月，吴有训“因复员工作艰巨”而向
教育部提出辞呈，经恳留而打消辞意。② 而到中
央大学已完成复员之际，吴有训又提出辞职。9

月初，就有报章传出消息，称中央大学校长吴有

训有“倦勤之意”③，之后，就是吴有训关于辞职问
题与教育部长达三余月的进退拉锯战。“倦勤”

看似与负担繁重的校务有关，但真正的原因是校

内派系问题。

二、面对派系问题
1946 年九十月间，关于吴有训辞职的风声在
校内外沸沸扬扬，11 月 1 日中大即将开学，为此
学校特别向新闻界辟谣: “吴有训校长辞职已成
为过去，吴氏因疲劳过度，身体极感不支，上周起

已开始休息，重要公事均送其住宅批阅，两周后

可照常办公。”④不过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吴有训
此次辞意甚坚。11 月 1 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
至教育部见朱家骅，朱称吴有训“辞职极坚决，且
精神殊不安，故须物色继任人”，希望竺可桢能调
任中央大学，被他当场拒绝。⑤ 11 月 3 日，《中央
日报》发布消息称，中大校长吴有训因校务繁忙，

经费困难，还都后曾屡次向教育部提出辞职，经

教育部决定慰留，并准假两星期休养。吴校长因
病再递辞呈，教育部批准假期一个月。⑥ 11 月 10

日，吴有训离开南京赴江西老家营葬亡父，准备

两周后返京。⑦

对于吴有训辞职，教育部一直没有拿出可行

性应对方案。虽曾四处物色新校长人选，但在没

有找到几方均可接受的继任者之前，部方绝不会

批准吴之辞呈，唯恐又引发易长风潮。关于这一
点，作为中大几次易长当事人或决策者的朱家骅

应心存警惕。

吴有训返乡半月后不归，教育部曾三次电催

其返京。11 月 25 日，吴有训以下属签呈的方式
致函教育部，谓假期一月即届满，但自己的身体

“迄无恢复趋势”，且对教育行政“实无兴趣”，要
求准辞。⑧ 11 月 27 日，吴有训又致电朱家骅，未
提辞职事，但要求续假三周。⑨ 11 月 29 日，朱家
骅覆电吴有训，准续假，但仍希望他能及早返京

主持校务。瑏瑠 12 月 3 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
的身份致电吴有训，望其打消辞意，迅即返京。

同日，教育部派参事刘英士赴江西敦请吴有训返

京。瑏瑡

12 月 19 日，吴有训从江西老家返京，但仍未
定何时销假视事。瑏瑢 1947 年 1 月 4 日，吴有训在
大礼堂召集全体学生训话，“首谓中大之缺点，在
不能选贤任能，今后将不管派别，不分教授出身

之学校，聘任必以贤能为主”，最后宣布该校教务
长唐培经、训导长戈定邦和总务长胡建人( 家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陈景阳致南京教育部电稿》( 1946 年 10 月 27 日) ，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5—1590。

《简报》，《申报》，1946 年 1 月 20 日第 1 张第 4 版。
《京中大教授纷纷解聘，吴有训有倦勤意》，《文汇报》

( 上海) ，1946 年 9 月 5 日，台湾政治大学社会科学资料中心藏
1940 年代中央社剪报资料。

《中大吴校长休息两星期》，《中央日报》( 南京) ，1946
年 10 月 7 日第 4 版。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 10 卷，日记，1946 年 11 月 1

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41 页。
《吴有训请假一月，戚寿南代理校务》，《中央日报》( 南

京) ，1946 年 11 月 3 日第 5 版。
《吴有训返里为先人营葬》，《中央日报》( 南京) ，1946

年 11 月 12 日第 5 版。
《吴有训签呈》( 1946 年 11 月 25 日) ，台湾“中研院”近

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 301—01—09—150。
《吴有训致朱家骅电》( 1946 年 11 月 27 日) ，台湾“中研

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 301—01—09—150。
《朱家骅复吴校长》( 1926 年 11 月 29 日) ，台湾“中研

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 301—01—09—150。
《蒋主席昨电中大吴校长，嘱速返京打消辞意》，《申

报》，1946 年 12 月 4 日第 2 张第 8 版。
《吴有训昨返抵京，何日回校整理校务据称仍须再加考

虑》，《中央日报》( 南京) ，1946 年 12 月 20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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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消息，一律照准，并选任高济宇为教务长、贺
壮予为总务长，训导长待定。① 自此，这次中大校
长辞职风波告以平息。

在吴有训宣布辞职，教育部批准假期以至吴

氏滞留江西不归期间，校内挽留空气相当浓厚。

教育部批准吴有训请假，但从未同意其辞职。吴
有训返乡，中央大学校长之位空悬日久，校内外

颇为不安。1946 年 11 月 19 日，中央大学教授会
致函朱家骅，谓: “吴先生上周赴赣营葬先人，行
前曾告本会同仁两周后决返校主持校政。近来
一部分报纸不明真象，竟误传吴校长辞意甚坚，

甚至推测教育部已物色继任人选，殊足以淆乱社

会听闻并引起校内之不安定，敬请先生急电吴校

长从速返京主持校政以慰全校师生之渴望。”②据
有人调查，中大学生较拥护吴有训，不过也有很

多人又感吴氏“能力太差”而不坚决挽留，但“又
恐继任者声望不孚而立场有所浮动”。③

大致而言，吴有训此次辞职与校内的派系矛

盾有直接关联。1946 年 10 月初，上海《观察》杂
志爆出吴氏辞职的内幕，吴氏在校内并无实权，

校内一切行政由“五人会议”决定( 包括总务长、

教务长、训导长、秘书长和“某教授”) ，可见“学者
治校”之困难。④ 前文已述，中央大学教授群体大
致有“南高派”和“清华派”之分，上峰之所以选择
吴有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调和两派矛盾。他是
第一位出任中央大学校长的本校毕业生，身份极

为特殊。据上海《文汇报》观察，吴有训上任时，

竟有校友喊出了“南高复国”的口号。吴氏在担
任中央大学校长之后，正值学校筹备和进行复员

工作，不得不借重南高少壮派教授如江良规、胡
家健等人的办事能力。⑤ 也正因此，吴有训在校
内的实际权力多受这些人的掣肘。但是，若吴有
训辞职，又没有足够学术声望的校友能够担当中

大校长，故南高少壮派极力确保吴的地位。⑥ 据
当时新任教务长的高济宇回忆，吴有训回乡与少

壮派“三长”把持校政有关，但吴出走后“三长”又
感“指挥不灵”，所以请求校长返校主持大局，吴
有训以“三长”全部辞职为返校的条件。⑦ 吴有训
复行视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全部撤换“三长”

( 唐、戈、胡均为本校毕业) ，反映出当时中大校内

派系问题的严重性。关于派系问题，校内舆论对

于“南高派”也多有指责。在吴有训未返京之前，

民主墙上公开检举“南高派罪魁”戈定邦，且被骂

为“学阀”。⑧

除了派系争斗对校长职权造成直接压力外，

中央大学复员后的“解聘风波”与派系矛盾又有

关联，这反过来又对校长的威信产生消极影响。

在重庆时期的八年多岁月中，中央大学不但

在后方保存了图书仪器和学术实力，而且办学规

模更加扩大。从重庆复员回南京，中大在多数国

人的眼中已成为“全国最高学府”和“最大”的大

学。⑨ 当时教育部计划学校复员工作，核定各校

人数以便安排交通和拨给津贴。其中，中央大学

核定教职员 1343 人，远多于西南联大 772 人，浙

江大学 434 人。瑏瑠 中央大学于 1946 年 4 月间提

前放假以利复员工作顺利进行，其中还包括回南

京后新学年开始的教授聘请工作。有一次，中大

校长吴有训见到浙大校长竺可桢，就谈到学校教

员太多，“辞去不易，本年发聘书大是问题矣”。瑏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吴有训决整顿中大》，《中央日报》( 南京) ，1947 年 1
月 5 日第 5 版。

《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会致朱家骅函》( 1946 年 11 月 19
日) ，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 301—01—09—
150。

《姚培年报告》( 1946 年 11 月 29 日) ，台湾“中研院”近
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 301—01—09—150。
本刊特约记者: 《中大“解聘”教授别记》，《观察》( 上

海) 第 1 卷第 4 期，1946 年 10 月 5 日，第 20 页。
与江良规过从甚密的郭廷以回忆，江良规在重庆沙坪坝

时“已经可以左右学校全局”，有人称他为“少壮派”，学校复员回
南京后，“益成为中心人物”。参见郭廷以:《良规的志行》，《江良
规博士纪念集》，第 58 页。
平知:《从吴有训的辞职看中大》，《文汇报》( 上海 ) ，

1946 年 11 月 10 日，中央社剪报。
高济宇:《校事琐忆》，《高教研究与探索》1988 年第 2

期，第 3 页。按高在文中对“三长”具体人物的回忆有误。
唐飞霄:《中央大学我的母校》，日记择录，1946 年 12 月

5 日，第 71 页，自印本，南京大学图书馆藏。
傅恩培:《复员中的中央大学》，《中国青年》( 南京) 第

15 卷第 1、2 期合刊，1946 年 8 月，第 34 页。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 10 卷，日记，1946 年 2 月 25

日，第 53 页。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 10 卷，日记，1946 年 4 月 21

日，第 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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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教授人数太多，势必解聘部分人员，但问题

是裁去何人? 谁来裁人?

近代中国第一部关于国立大学教授聘任的

规程为 1917 年 5 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国
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令》，其中规定国立
大学校长由大总统任命，各科学长由校长呈请教

育总长任命，正教授、教授、讲师、外国教员、图书
馆主任，庶务主任和校医均由校长聘任，并呈报

教育总长。①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颁布之《大
学组织法》中规定国立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
命，学院院长由校长聘任，学系主任由院长商请

校长聘任，大学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
4 种，由院长商请校长聘任。1948 年 1 月南京国
民政府公布新的《大学法》，其中关于国立大学教
员的聘任，与之前相关规定略微不同的是，大学

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 4 种，由院长系
主任商请校长聘任之。② 由是观之，制度规定的
大学教员聘任权其实十分模棱，校长和所在院系

的主管似乎都有直接的操作权。不过，教员每年
的聘书还是以校长名义发放的。

1946 年 9 月初，报端爆出中央大学大批“解
聘”教授的新闻。9 月 5 日上海《文汇报》报道，

中大自教授杨晦离校后，“至今内部解聘之风，酝
酿甚炽”，许多名教授被解聘或主动辞职，非中大
校友出身的助教也多被解聘。③ 9 月 11 日上海
《大公报》刊登了中大教育系教授林本致吴有训
的信，指责其所在的师范学院院长罗廷光扣发聘

书( 校长签发聘书予林本，由罗廷光院长转发) ，

而遭解聘。④ 为此，《大公报》记者于 9 月 12 日特
地走访中央大学以了解解聘事件的真相。校长
吴有训因公事太忙，由主任秘书贺壮予接见。贺
解释道:停聘教授完全系名额问题，本学期有若

干系合并，根据教育部指示裁减教职名额，被裁

教员共 50 人左右，占总数的二十分之一，此种人
事变动“不足为奇”。⑤ 其实，在林本在报章上公
开致书吴有训之前，他已致函教育部长朱家骅，

将解聘问题讲得更为透彻。林本指出，自中央大
学复员回京后，“竟有少数野心分子操纵校务，以
某校为范围，党同伐异，苟无同学关系，即强迫学

校停聘”，而吴校长“为所包围，莫可如何”。此种

情况在师范学院内尤甚，教授如艾伟、常道直等

在学术界颇有地位，在中大内也服务多年，但因

非本校出身而遭排挤。原先林本在 7 月初即可

得到新学年的聘书，但被院长罗廷光扣发。罗氏

来校不到 4 个月，“对本初无宿怨，殆亦受人包

围，不能自主”⑥。

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上海《观察》杂志有

署名“特约记者”的知情者进一步揭露了中央大

学解聘教授的细节。除了林本之外，中国文学

系、法律系、历史系和教育系都有几位教授被解

聘。被解聘的原因各异。许多教授因为中大复

员回南京后校务被某些“利益集团”掌握，颇受排

挤。而中文系的杨晦、陈白尘和吴组湘则因同情
“民主运动”而遭解聘。⑦

若援引“学术权力”( Academic Power) 的理论

框架检讨此次解聘风潮⑧，可以发现，当政府权力

( 具体到教员聘用层面) 未渗入国立大学之时，学

校自身的学术权力框架就具决定作用。由于此

时中大受校长相对弱势和内部学术派系等诸多

因素的制约，学校—学院—学系并不具备完全的

权力同构性。在既存研究中，对于近代中国大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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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01—09—150。

本刊特约记者: 《中大“解聘”教授别记》，《观察》( 上
海) 第 1 卷第 4 期，1946 年 10 月 5 日，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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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治理结构分析，或是“学术自由”与“教授
治校”的研究，多停留在学校一级( 包括校长和教
授会、评议会、董事会、校务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
等校级机构) ，故较为侧重阐释近代中国政府对

大学的控制和教授治校的坚守这一对难以调和

的矛盾机制。① 但须注意的是，学院和学系在整
个学校的科研教学和治理结构中所具的独立性。

曾长期担任中大物理系教授和系主任的施士元

说，他出身清华大学，所以“在中央大学一直被看
作是个客人、外来户”，“对系外、对整个学校我有
作客思想”，但是对物理系有“一种主人翁感”，
“系属于院，院属于校，但天高皇帝远，物理系的
事只由物理系自己管，有充分的自主权，课程设

置也好，科研工作也好，教学内容也好，财政开支

也好，人员进出也好，一切均由系里自己决定”。②

这种情况并不限于中大一校，实有很大的普遍

性。③ 当然，院系掌握聘任权，有时也取决于校长
的强弱。如在罗家伦长校期间，罗氏就牢牢掌握
了聘任权，当时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就感慨: “中央
大学史学系主任一职有其名而无其实，进退教员

既无其权，妙选人才、发展史学又无其望。”④

中央大学此次大规模的解聘风潮，无疑与校

内派系问题有关，另有各院系内部的人事因素，

但吴有训在其中起到若何作用，因资料有限，尚

难判定。但作为持聘任权的校长，吴有训自然处
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这使得他难以适从。

三、身临学生运动
对于任大学校长的吴有训来说，相较校内的

人事纠葛和繁乱的政务，此起彼伏的学潮才是学

校最大的“风暴眼”，如何应对，实难万全。
1946 年 1 月 10 日，由国共两党及其他中间
党派团体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同
时，英国准备在香港新界的屏山修建机场，法国

轮船白尔丁号在上海运送汉奸。为此，1 月 25

日，以中央大学为首的重庆大中学生发动了联合

请愿游行( “一·二五”运动) ，要求政协会议“只
许成功，不许失败”，并反对英法侵犯主权的行
径。这场运动以和平方式展开，于当日结束。参
加此次请愿运动的大中学生共有 1 万人左右。⑤

校长吴有训和多名教授在游行中途临时加入学

生队伍。⑥ 该运动有强烈的中共背景。

运动发生后的第三天，1946 年 1 月 28 日，吴
有训携带辞职书前往教育部呈请辞职。当天下
午 7 时，学校召开紧急会议，推派何义均等 4 位教
授前往挽留。29 日，教授会又召开紧急会议。挽
留校长的消息传出后，校内学生“咸为惊异，纷纷
有所表示”，建筑系学生为挽留校长于 29 日起开
始罢课。⑦ 据重庆《国民公报》披露，吴有训此次
提出辞职与 1946 年 1 月 25 日中大学生在重庆发
起促成政协成功召开的“一·二五”运动有关，因
吴氏受外界某种“压力”而被迫辞职。⑧ 不过，此
次风波并未持续太久。

在经过 1946 年下半年吴有训辞职返乡的风
波后，1947 年 1 月他重返中央大学视事。但此时
学校的情况愈发不容乐观，一方面是内战规模越

来越大，教育经费不足，师生生活困难，校务艰

难。从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吴有训至迟在 3 个
月后，也就是 1947 年 4 月 3 日致函教育部长朱家
骅称:“弟自问能力已尽，不能再事拖延，致自误
误校以至误国。恳即日接洽继任人选。弟最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近期的重要研究有徐秀丽:《1940 年代后期的国立高校
治理———以清华、北大为例》，《史学月刊》2008 年第 3 期，第
57—65 页;左玉河:《坚守与维护:中国现代大学之“教授治校”原
则》，《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 6 卷第 2 期，2008 年 4 月，第 128—
140 页。

施士元: 《施士元: 回忆录及其他》，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6 页。

有论者认为中国的大学行政“最为奇特”:大学校长由政
府简任，独立学院院长由部聘，教授由校长或院长聘请，实际上，

聘请是校长或院长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的方便，所以中国大学的风

潮特别多。参见戈绍龙: 《高等教育的经费及行政》，《大公报》
( 天津) ，1946 年 6 月 16 日第 1 张第 3 版。
朱希祖著，朱元曙、朱乐川整理: 《朱希祖日记》中册，

1938 年 8 月 23 日，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918 页。
《沙磁区各校学生昨于市区内游行》; 《万多颗爱国的

心———记沙磁区各校学生游行》，《中央日报》( 重庆) ，1946 年 1
月 26 日第 3 版。按关于一·二五游行当日的大体情况，各报记
载并无太多出入。

《学生爱国游行委会昨招待本市新闻界，报告大游行筹
备经过》，《世界日报》( 重庆) ，1946 年 1 月 28 日，中央社剪报。

《中大游行归来后，吴校长突请辞职》，《国民公报》( 重
庆) ，1946 年 1 月 31 日，中央社剪报。

《中大校长辞职内情》，《国民公报》( 重庆) ，1946 年 2
月 1 日，中央社剪报。



134 2015． 2 民国档案

负责到本月底止。”①4 月 5 日，朱家骅便覆函吴
有训，好言劝慰，恳请打消辞意。同日，吴有训再
函朱家骅，声言“久留即自毁自杀，必欲至最后归
去”，辞意激烈。延宕几日后，朱家骅于 4 月 12

日覆函，婉转表示待到“日内稍暖”后面谈。② 此
后的两个月时间内，吴有训似未向教育部提出辞

职的书面请求。

另一方面，中央大学持续的学潮也令校方在

国民政府和学生的夹缝中难以措置。中央大学
复员回南京后，校内的中共组织发展十分迅速，

政治斗争手法颇为娴熟。随着内战局势的演变，

为配合军事，中共对于城市内的“第二条战线”工
作更为重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中央大学学

生为主要力量的五二〇学生运动爆发。
1947 年 5 月 6 日，中央大学教授会召集全体
教授大会，会议发表宣言，严厉抨击国民政府的

教育政策，并要求切实保障教职员的生活，增加

国家教育经费和教授薪津。③

在中大教授会发表宣言的同时，中共地下党

组织已经和梁希、潘菽等左倾教授取得联系。5

月 13 日，在中共南京市委和中大党组织的策动
下，中大学生向政府当局请愿，要求增加副食费，

并支持教授会的决议。④ 5 月 20 日，中央大学联
合京沪苏杭十六校学生在南京举行大规模的“挽
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的抗议运动，参加者五
千余人，是为五二〇运动，随后发展成为全国性

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学生运动。五二〇
运动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

专门讨论应付学潮的方针，会上萧铮委员断定

“此次南京学潮，系由中大学生多方鼓动而起，中
央大学已成学潮大本营”⑤。对此，具体策动组织
该场学运的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也直言不

讳:“‘中大’确是我们的中心堡垒，除有较好的群
众基础外，党和新青社组织的力量也比较坚强，

能够在蒋介石的鼻子下带头发动这场大规模的

学生运动。”⑥

除去特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两党的认知如此

一致，似乎这场影响巨大的学生运动由中共地下

党组织“蓄意”且“成功”发动( 挑起) 已是定谳之

论。但是五二〇运动的背后除了两党对立的决
定因素之外，还另有一番“隐情”。运动发生的当
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将对此事态的判断报

告国务院。司徒指出: “多数内行的观察家认为，

这次学潮最初是由 CC 系发动的，他们希望激起
一系列骚乱，以便公开打击政学系把持的政府，

证明政学系无力维持秩序，并且还可以通过政变

或操纵今秋举行的选举，使一个富于暴力的右翼

政府掌握政权。”⑦另外，美国中情局的相关调查
情报也证实国民党派系之争对于五二〇运动的

影响:“为了让临时联合政府中稳健派领导人大
丢面子，极端保守的 CC系在煽动 1947 年 5 月学
生的示威和游行上发挥了一定作用。”⑧党内派系
之争是国民党一个十分显著的政治文化特征。

抗战胜利前后政学系异军突起，成为国民政府行

政部门的主导力量。相较而言，政学系从政注重
实际，CC 系以意识形态见长，CC 系不仅与政学
系争夺行政资源，而且批判政学系成员为党内官

僚主义的代表和象征，双方斗争激烈。⑨

此外，中共方面也提到，发动全国性的“反内
战、反饥饿、反迫害”学生运动是利用了“敌人内
部矛盾”，“运动的开始，是利用了 CC与朱家骅派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吴有训致朱家骅函》( 1947 年 4 月 3 日) ，朱家骅档案
301—01—09—150。

以上往返函件原文均见前揭朱家骅档案。
《教育机关经费追加，教授研究经费决定增四倍，中大教

授讨论待遇问题》，《中央日报》( 南京) ，1947 年 5 月 7 日第 4 版。
陈修良:《上海局领导下的南京市委工作》，中共上海市

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
局》，学林出版社，第 197 页。

《中政会关于中央大学等校学潮之决议案》( 1947 年 5
月 21 日) ，( 台北) 国民党党史馆藏，中政会档案，政 8 ∕ 11。
陈修良:《“五二〇”学生运动与开辟第二条战线》，姜沛

南、沙尚之编: 《陈修良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
版，第 205 页。

《司徒致国务卿( 1947 年 5 月 20 日) 》，肯尼斯·雷、约
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 《被遗忘的大使: 司徒雷登驻华报
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95 页。

《中情局关于中国的调查报告( 1948 年 5 月) 》，沈志华、
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 1 册，东方出版中心
2009 年版，第 285 页。

参见王奇生: 《党员、党权与党争: 1924—1949 年中国国
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 2003 年版，第 333—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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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校地盘之争”。① 在五二〇运动发生前，中大
举行罢课游行，身在国民党内的徐永昌就在日记

中记道:“( 学生罢课) 乃因某某两系争权，所鼓动
后为奸人利用。”②现在虽尚无更坚实的材料佐证
国民党派系之争对中央大学五二〇运动作用的

程度，细节不甚明了，但亦非空穴来风。

面对五二〇运动对校内外的巨大冲击，作为

校长、身临其中的吴有训难以应付。在运动爆发
的前晚，吴有训召集学生大会发表演说，“希望同
学表现爱护学校的精神，接受教授的指导，并提

出警告，如果为党派的利益，而牺牲中央大学的

利益，就是中央大学的罪人”。③ 吴有训劝导学生
5 月 20 日那天不要罢课，无效。运动爆发之后，

有部分学生在与军警冲突中受伤，吴有训和校方

又尽力医治受伤同学并保释被捕同学，提出“教
育第一，学校第一，学术至上”的主张。④ 简言之，

作为校长，吴有训反对学生上街游行，但在运动

爆发后又站在学校的立场上维护学生的安全。
5 月 20 日的事件，国民政府出动军警镇压，

逮捕学生，学生一方则态度激愤，嗣后坚决罢课，

双方对立严重。6 月 3 日，中央大学正式复课。

五二〇运动期间，吴有训四方奔走斡旋，身心憔

悴。6 月初，吴有训再次向朱家骅提出辞去中大
校长之职务，6 月 7 日朱家骅覆函挽留。⑤ 此后，

吴有训于 6 月 8 日、6 月 12 日、6 月 23 日、7 月 18

日、8 月 2 日、8 月 5 日、9 月 11 日数度致函( 私函
或签呈) 朱家骅，强烈要求辞职，而朱家骅则以私

人名义或下达教育部公文恳切挽留。⑥

为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事，吴有训和朱家骅之

间信函往返，一般还算处在私密层面，当事人也

未刻意将详情公之于众。但校内学生和校外报
章已从种种迹象中嗅出了校长异动的味道。学
生自治会在得知吴有训辞职的消息后，于 6 月 12

日举行会议坚决挽留校长。同时，吴有训夫人对
外宣称吴氏在亲友家休养，“因近日来学潮起伏
不定，渠忧思成疾，整夜失眠，身体极度衰弱”⑦。

几天后，又有消息称吴有训已打消辞意，并将亲

自主持 7 月 6 日的校庆典礼。⑧ 8 月 6 日，中大校
内突然传闻吴有训辞职已照准，学生十分恐慌。

为此学生自治会主办之《中大新闻》记者赴吴宅，

吴有训否认此说。又据训导长刘庆云证实，吴有
训确有辞意( “辞职已二三十次”) ，但辞职照准说
纯系谣传。该报同时还传出消息，教育部暂准吴
校长请假三月，吴将出国，校政或将交“三长”代
理。⑨ 一时间，校内外关于吴有训辞职和出国的
种种说法层出不穷。9 月 14 日，中大校方发言人
否认吴有训辞职之说，但承认其将赴墨西哥参加

联合国文教会议，会后将赴美国考察，并为中大

聘请教授，购置图书仪器。瑏瑠 10 月 23 日，吴有训
赴沪，11 月 2 日飞美国转墨西哥，中大校务由医
学院院长戚寿南代拆代行，学校教务长仍聘高济

宇担任，训导长改由沙学浚担任，聘贺壮宇代理

主任秘书，戈定邦暂代总务长。瑏瑡

此次吴有训请辞意愿较前次更为强烈，虽然

从 6 月到 10 月吴有训出国前，教育部长朱家骅一
直未批准辞呈，但并非未考虑中大校长继任人选

问题。竺可桢在 1947 年 7 月 5 日的日记中写道:
“骝先坚邀余任中大校长，因吴正之去夏即辞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反内战反饥饿学生运动初步总结( 1947 年) 》，共青团
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央档案馆
利用部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 17 集，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46 页。

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 8 册 ( 1946 年 5 月 16 日) ，台
湾“中研院”近史所 1991 年版，第 414 页。

《吴校长训话节录》，《国立中央大学校刊》复员后第 7、8
期，1947 年 5 月 24 日第 4 版。

《教授会第五次全体大会( 会议记录) 》( 1947 年 5 月 24
日) ，中大档 648—977。
上揭朱家骅档案中存有一份 1947 年 6 月 7 日朱家骅致

吴有训覆函稿，为劝慰吴氏继续任职，并将辞呈原件奉还。由此
可见，吴有训应在 6 月初向朱家骅递上辞呈。
各通函件均见前揭朱家骅档案。
《吴有训氏有去意，中大学生坚决挽留，并决继续休止罢

课》，《中央日报》( 南京) ，1947 年 6 月 13 日第 4 版。
《中大定下月六日将扩大庆祝校庆毕业典礼合并举行，

吴有训辞意已打销》，《中央日报》( 南京) ，1947 年 6 月 19 日第 4
版。

《中央大学之忧，吴校长一再辞职，不久将被派出国》，
《中大新闻》第 8 期，1947 年 8 月 13 日第 1 版; 《吴校长坚请辞
职，教育部暂准假三月》，《中大新闻》第 9 期，1947 年 8 月 20 日
第 1 版。

《中大校务积极开展，吴有训辞职说不确》，《中央日报》
( 南京) 1947 年 9 月 15 日第 4 版。

《校长出国后校务由戚院长代拆代行》，《国立中央大学
校刊》复员后第 16 期，1947 年 11 月 8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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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万不可留，中大教员亦知之甚详，故非另觅替

人不可。”但他深知“中大不易办”，推辞不就，而是
推荐任鸿隽( 叔永) 和秉志( 农山) 为继任人选。①

吴有训辞意坚决，而朱家骅一时又难以觅得

合适的继任者，故暂时只能以批准吴请假出国但

名义上仍任校长的变通方式处理。在出国近两
月后，1947 年 12 月 27 日吴有训在美国华盛顿致
函朱家骅，再次强调辞意。因护照将于翌年 4 月
17 日到期，吴有训请求朱家骅商请王世杰电美国
大使馆延长一年签证，以便自己能在美国休养。②

1948 年 2 月 12 日，朱家骅覆函吴有训，请其早日
归国。③ 而在中大校方和教授方面，也希望吴有
训早日归国主持校政。1948 年 3 月 19 日，中大
召开行政会议，由代校长戚寿南提议: “吴校长原
约回国之期将届，迄今未有启程消息，拟电请迅

速回国主持校务”，决议由校方寄发航空快信催
请吴有训回国主持校务。④ 3 月 27 日，中央大学
全体教授大会决议致函吴有训，问病并期望早日

归国。⑤ 无论各方如何劝请，吴有训坚持留美不
归。直到 1948 年 8 月，吴有训才启程回国，并在
中共地下党的协助下由南京迁家到上海，于 1949

年初受聘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大陆政权易手之

际没有选择前往台湾。⑥ 1948 年 7 月 21 日，行政
院正式通过吴有训辞去中央大学校长，由周鸿经

继任。⑦

无疑，校长是主导校务最重要的人物，校长

的教育理念和政治地位往往可以决定所在大学

的发展走向。在中央大学 22 年的历史中，除了
抗战前罗家伦长校的四五年间，该校几乎年年出

现校长危机，有人或被迫辞职，或接替乏人，或被

拒乃至被殴，或深陷各种矛盾漩涡而欲辞还休。

虽然政治身份和学术背景各异，但历任中央大学

校长的“角色”却相近，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校务决
策和执行过程中一直谋求学术与政治的“平衡”

或“妥协”，但每每困难重重。吴有训是历任中大
校长中最没有政治背景者，他也无法摆脱历任中

央大学校长的宿命。在吴有训实际任职的 3 年
间，正逢从抗战胜利到内战正酣的政局动荡期，

各种政治和社会矛盾影响到大学校园的角角落

落，而大学的困境又会激化其内部的矛盾。当
时，中大内部行政、经费、教员聘任、派系之争以
及学生运动等问题接踵而来，且相互缠结; 另一

方面，从国家政治层面看，战后中大的治理结构

中一如既往地渗透着国家权力的巨大影响，校内

的派系之争与国民党政治派系政治纠缠，国家教

育政策之失据会引发大学内部的强烈反弹，校长

恰处此漩涡之中。吴有训在中央大学校长任内
的进退，折射出战后动荡政局下大学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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